
07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S T U D Y T I M E S参考文摘
本版编辑：沈 辉
E-mail：m7@studytimes.cn
Tel：010－62806418

◆评 论◆评 论◆观 点◆纵 横

如何冲破“问责尴尬”的藩篱

康熙的用人之道
◆史海钩沉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六月的一天，两

江总督于成龙向皇帝提了个过分要求。报告寄

出后，于成龙既满怀期待，又感到不踏实。

几天前，江宁知府陈龙岩不幸病故。于

成龙推荐比自己小22岁也叫于成龙的一个人。

按照大清的干部制度，地方官出缺的，

地方首长敦请朝廷补充干部不是问题，但指

名道姓、指定岗位，还要由从五品越级提拔

到从四品，则严重违反规矩，十分犯忌。如

果皇上不理解不支持，后果会很严重，因此

这份报告很费脑筋。

他写道，陈龙岩忠诚可靠、廉洁自律，

协调各方、服务大机关、掌控财政和支援军

队样样得心应手。老陈去世后，他顿感失去

了左右手，而在两江辖区内，尚未发现合适

人选。言下之意，继任者应该像陈龙岩那样

德才兼备才行，否则两江地区的工作就会受

影响。

铺垫既已完成，于成龙亮了底牌：恳请

皇上特事特办，召集各大臣开会讨论，现场

推出合适人选。

在报告的末尾，老于成龙巧妙地点了一

个人：有皇上关怀，像通州知州于成龙那样

的好干部，一定会脱颖而出的。推荐小于成龙

是报告的核心，康熙帝那么智慧，过得了关吗？

于成龙动了吏部的奶酪，吏部自然不

爽，话说得很在理：打破常规不是不可以，

但那些排着队等抽签的干部怎么看？再说，

“廷臣会推”知府这一级干部，没有规定，

没有先例，还是照章办事为宜。

康熙帝浏览了报告，微微一笑，当场拍

板：这事拖不得，抽签、“廷推”都来不及

了，让通州的小于赶紧去吧。于是，一个江

宁城有了两个于成龙，一时成为美谈。

吏部大跌眼镜只是开始。小于到任后干

得风生水起，官民口碑极佳。两年后，对他

有知遇之恩、被康熙帝命名为“天下第一廉

吏”的老于积劳成疾，溘然长逝。江宁城里

议论纷纷：小于的前途到头了。

不久，康熙帝到江南考察干部，亲笔题

词送小于，明确告诉他：以你的级别不应享

有此等荣誉，但大家都反映你廉洁有为，所

以这是你应得的。临行，叮嘱小于永葆本

色，不负老于厚爱。不久破格提拔小于为安

徽按察使，正三品。两年后，小于也成了直

隶巡抚，然后是左都御史，直至累死在河道

总督任上。

康熙帝全盘支持于成龙的人事方案，是

有深刻背景的。对此，老于比吏部看得准，

所以才敢打那样的报告。

康熙帝上任的时候，明朝覆亡、清朝入

关才十几年。他的父亲顺治帝 24 岁就去世

了，稳固政权的任务落到他身上，而他的志

向更为远大。从哪里入手呢？经过长期观

察，康熙帝发现官场现状与他的政治理想很

不匹配，必须先抓吏治。

在康熙任内，共有五百多名腐败分子受

到法律制裁，六千名无能、无为、不适合行

政工作的大小干部，分别被免职、降级或辞

退，前无古人。

康熙的另一手是全力扶持清官能吏，鼓

励忠诚担当。这一手运用得出神入化，出牌

不按牌理，像魔术师一样让人惊讶不已，这

是康熙治吏的最大特点。

一是下功夫挖掘有培养前途的清官能

人，安排使用不拘常规，建立了崭新的用人

导向。

康熙帝在帝王生涯中，公开表彰、重

用、破格提拔干部达七百多人，两个鞠躬尽

瘁的于成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老于成龙是

明末贡生，属于政治上有瑕疵的干部。在短

短数年内，康熙帝将他由七品知县，一路超

擢到封疆大吏，理由就是他又干净又苦干。

官员们看到了官场新风向，明白前途在自己

手上。

早在直隶巡抚任上，老于便发现通州知

州小于是个干净干事的好苗子，多次褒奖和

推荐他。爱屋及乌，康熙帝对小于一直留心

观察，迟早要用的。君臣三人以事业为重，

配合默契，传导正气，引领各级官员向善向

上，是沉甸甸的康乾盛世的一缕轻盈花絮。

二是培育正气，为清官能吏遮风挡雨，

决不让好人受气。

在封建官场上，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故

事史不绝书，在康熙朝却少见。康熙帝第五

次南巡下榻江宁的龙潭，赫然发现床上有一

摊蚯蚓粪。这下完了！大家都为江宁知府陈

鹏年捏把汗，因为他负责接待工作。康熙帝

不动声色，工作间隙问一个孩子：江宁有好

官吗？这孩子说：有啊，陈鹏年。

经过进一步调查，康熙帝弄清了真相。

两江总督阿山打算向百姓增加赋税，陈鹏年

死活不执行，多次据理力争，阿山便把他支

去龙潭给皇上搞后勤，一为调虎离山，二为

等着他犯错误。按照老习惯，皇上身边工作

人员悄悄向这位地方官要钱，他假装听不

懂。于是，蚯蚓粪便到了皇上床上。后来陈

鹏年入武英殿，升河道总督。

被康熙帝越级提拔为巡抚的陈傧，独自

背着破被子骑着老马上任，负责迎接的下属

找不到新领导。老陈一到任就聚焦作风问

题，集中处理了一大批鱼肉百姓的官吏，有

人便开始告状。康熙帝马上表扬陈傧：人家

的做官格言是“拿一个等于贪千万”，这样的

官儿太少了！

三是深知人无完人的道理，注意保护干

事创业积极性。

官员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误。康熙帝

治病为了救人，改了就是好干部，努力把人

引向正道。吴江县令郭琇曾被迫给领导送过

钱，经教育洗心革面，变成江南最好的县

令，康熙帝便调他进京从事监察工作。“铁面

御史”郭琇既忠诚又担当，将权倾朝野的

“大老虎”明珠拉下马来，被越级提拔为湖广

总督，功勋卓著，堪称一代名臣。

小于成龙在治河问题上决策失误，与同事

产生了激烈争执，最终造成了一定损失。事后

小于很后悔，向皇上作检讨：这件事我错了，

下回按人家的办法来。皇上谅解了他，让他继

续负责水利建设。结果只用短短三个月，小于

便把桀骜不驯的浑河、无定河治理得服服帖

帖。康熙帝很高兴，给这条河起了个响亮的名

字：永定河。

经过一个甲子的不懈努力，康熙的清官能

吏队伍蔚为壮观，史上少见，除了刚才提到

的，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

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

康熙皇帝恰恰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把锄草

与施肥、“拔烂树治病树”与“植树造林”统一

起来，涵养了良性循环的官场生态，形成了群

贤毕至的“清官现象”、见贤思齐的马太效应，

天下英雄齐心合力，终于推开了通向辉煌时代

的厚重大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闪亮钥匙，我

们应该仔细端详。（2016 年 2 月 22 日 《中国纪

检监察报》 习骅）

中美智库的差距有多大

“简除烦苛，禁察

非法”，最早出自 《后

汉书》 的这句话，写进

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据报告起草组负责

人透露，这句表述是由

李 克 强 总 理 亲 自 加 入

的。

从去年的“大道至

简，有权不可任性”，

到今年的“简除烦苛，

禁察非法”，总理

已两次将他赞同的

话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中，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其实，

这两句话的核心意

思都是简政放权。

特 别 是 “ 简 除 烦

苛 ， 禁 察 非 法 ”，

有两层含义：一是

除去那些烦琐的规

章制度，二是禁止

部 属 扰 民 等 不 法

行为。

简 政 放 权 ，

被 称 为 本 届 政 府

“ 开 门 第 一 件 大

事”。据统计，在

本 届 政 府 召 开 的

前 100 次 会 议 中 ，

有 65 次 提 到 “ 简

政放权”，40 多项

议 题 与 简 政 放 权

直 接 相 关 。 最 具

说 服 力 的 是 ， 三

年 来 ， 国 务 院 相

继 取 消 和 下 放 了

大 量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 全 部 取 消 非

行 政 许 可 审 批 ，

本 届 政 府 承 诺 减

少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审 批 事 项 的 目

标 ， 提 前 两 年 多

完成。

这 是 看 得 见

的 成 绩 ， 更 是 让

人 感 受 得 到 的 效

果 。 办 公 司 ， 变

容 易 了 ； 办 事 跑

断 腿 磨 破 嘴 的 现

象 ， 越 来 越 少

了 ；“ 你 妈 是 你

妈 ” 等 奇 葩 证 明

被砍掉；美甲师资格鉴

定被取消……见诸媒体

的一个个案例，无不说

明简政放权在动真格，

谋实绩。

当然，简政放权就

像“割自己的肉”，放

弃 权 力 就 等 于 放 弃 利

益。对某些单位来说，

多一道审批门槛，就多

一个揩油的机会，这也

注定了简政放权会遭遇

阻力。于是，在一些地

方 出 现 了 “ 上 动 下 不

动、头转身不转”的现

象，还有一些部门阳奉

阴违，明放暗不放，或

者象征性放权，这说明

应加大督查力度，防止

简政放权走过场。

还要看到，放权不

等于放手不管，也不意

味着监管机构就能当甩

手掌柜。李克强强调放

管结合，要让政府有更

多的精力来完善

和 创 新 宏 观 调

控，尤其是加强

事 中 事 后 的 监

管。换言之，该

放的一定要放到

位，该管的一定

要管好，如果该

放的不放，该管

的不管，就误读

了简政放权。

仔 细 体 味

“简除烦苛，禁

察非法”，人们

往往把重点放在

了简除烦苛。殊

不知，禁察非法

同样重要，甚至

更重要。最近就

有一个案例，媒

体曝光财政部驻

北京监察专员办

事处一官员，带

队检查某上市公

司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向该公司

董事长提出借款

1000万元。遭拒

后，向该公司发

文作出处罚。这

样扰民的官员并

非多数，但性质

极其恶劣。简政

放 权 ， 既 要 放

权，更须将权力

真 正 关 进 笼 子

里。

开弓没有回

头箭，简政放权

已 处 于 啃 硬 骨

头 的 阶 段 ， 面

临 的 挑 战 更

大 ， 但 不 会 画

上 句 号 。 按 照

李 克 强 的 说 法 ， 让 市

场 主 体 “ 法 无 禁 止 即

可 为 ”， 让 政 府 部 门

“ 法 无 授 权 不 可 为 ”。

将 简 政 放 权 进 行 到

底 ， 让 权 力 不 必 乱 伸

手 ， 也 不 敢 乱 伸 手 ，

让 市 场 更 有 活 力 、 让

社 会 更 有 创 造 力 ， 这

正 是 “ 简 除 烦 苛 ， 禁

察非法”在当下的深刻

意义。（2016年 3月 5
日 《京华时报》 王石

川）

﹃
简
除
烦
苛

禁
察
非
法
﹄
的
深
意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

“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

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

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成立，目前中国两家最大智库的创

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决

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

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

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

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未能相对

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提

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上世纪 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

的“下海潮”，一批官员和学者毅然走

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

策分析和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如北

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

经济研究所、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

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

一度达到 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

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

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

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

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

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

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 京 奥 运 后 ， 行 政 体 制 改 革 加

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

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

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

如成立于 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

成立于 2011 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

则依赖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

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

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

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

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 二 代 中 国 智 库 ， 相 较 于 第 一

代，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

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

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

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

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

库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

在如下三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

端于一战以后。“智库 （think tank） ”

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战中用于大规

模使用的“坦克 （tank） ”，即思想也

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

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

2000 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

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而现

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

的事。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

大体仍有 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

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

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

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 20世纪上

半叶的美国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伴随

的是美国民主化进程、美国社会现代

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

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

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

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智

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

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

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

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

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 （包括筹款、人

员管理、项目运营等） 的完善和思想

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

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

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

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

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

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

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

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

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

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成功经

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

来。

三是机构影响。笔者曾在 《“伐

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 一文中

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何做到对外传播

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

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

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

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

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

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

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学者完全有实

力 PK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两国真

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

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

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

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

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

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

的 不 足 进 而 导 致 整 体 产 业 的 落 后 。

（2016 年第 1 期创刊号 《智库理论与实

践》 王文）

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

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

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

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百分之百不

失败。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

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

不是腐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

会 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

哪些法律、法制条件，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下

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

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

来。（2016年 2月 22日 《北京日报》 郑永年）

近年来，O2O行业不断创新，其平台属性使

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方高效对接，发展势头迅

猛。但假期“断挡”的行业状态表明，搭建平台

并不必然走向成功。O2O 行业“用工荒”，也是

当前互联网模式创业创新全业态遭遇“寒冬”的

缩影。

最先到来的是已经被业界认真讨论的“资本

的寒冬”。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为例，因为行

业泡沫、资金链断裂，数十家创业公司停电歇

业；在深圳，知名创业孵化器“车库”倒闭，不

少创客空间深陷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危险。新东

方董事长俞敏洪在其内部年会上曾表示：“2016

年中国的创业会经历一次寒冬，会有60%到 70%

的创业公司死亡。”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并逐步落地

实施，O2O 行业正在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

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和人

们生活的影响也不断加深。一时间，在线服务商

此起彼伏，市场当中许多不健康因素在互联网创

业的这股热潮下隐蔽着。一方面，经过多年拷贝

式发展，众多互联网创业项目堆积出O2O式的虚

假繁荣。另一方面，行业雷同模式迫使企业单纯

靠烧钱、砸流量获取用户。而一味追求行业老大

位置以争取更多资源，则造成了不少恶性竞争，

导致资源浪费。当经济形势向好时，融资便捷、

需求畅通，市场缺陷尚可以得到规避，但当市场

扩容遭遇瓶颈，资本谨慎、需求萎缩，各种不健

康因素就会纷纷暴露。

虽然一度被看作国内市场创新的灵丹妙药和

经济发展新引擎，但互联网模式并非创业创新成

功的保证。如果没有符合市场真实需求的项目，

不在专业技能方面提高核心竞争力，不转变服务

思维，仅靠烧钱、拉人，既难以开拓市场，也无

法赢得长久的用户群。资本方和管理方也应该认

识到，风投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巨大泡沫，必须在

接下来的实业互联网时代彻底挤出。正如一些学

者指出的，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是

人类社会的需求，也只有真正对社会产生价值的

项目或商业模式，才是值得关注、扶持和投入

的。

“风来了，猪都会飞起来。”这是互联网时代

的一句名言。但风停了呢？只要是猪，不管贴多

少“互联网+”的条子，结局也是“摔下来死得

更快”。（2016年 2月 19日 《光明日报》 许云泽）

互联网模式不是
创业成功的保证

应制定
“改革促进法”

问责制是在实践的倒逼下开始萌

生的。一段时间里，疾风骤雨式的问

责，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收到了肃整

社会流弊、震慑行政违法、恢复社会

秩序的效果。但是，一方面，我们缺

乏一套可操作性的、明确的问责标准

来定性和定量分析行政过错的客观原

因和主观原因，替而代之的是一些模

糊、原则性的规定；另一方面，问责

制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

通过严肃问责来教育挽救责任者本

人，并可以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实

现制裁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在实践

中，问责制的责任预防功能并没有清

晰显现。

我国不少地方或单位的问责规定

并不是从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需要

出发的，而是觉察到问责是一股时代

潮流，于是将问责的制度文本当作其

“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

“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

存在较大距离，问责在很多时候还过

度依赖于舆论的驱动，网络曝光、媒

体爆料等非常规手段充当了重要角

色，而缺乏源于“掌握权力就要承担

责任”的逻辑驱动。对于问责对象，

别说是法律制裁，有时连轻微的纪律

处分都没有；相反，某些地方官员通

过不应有的行政过错可能获得政治、

经济上的收益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些

现象不仅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加剧

官员机会主义选择的频率，而且直接

催生更多的“问责秀”、假问责等劣质

公共行政生态问题。

问责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

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问责制

度从建立到发挥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冲破问责尴尬

的藩篱，在既有政治格局中实现有效

的制度平衡。

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通过制度

建设科学配置权力，确保权力运行公

开、透明、规范，进一步提高制度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注重抓好法规制度

的系统配套，特别是注意保持制度建

设与责任追究政策、法规的有机统

一，保持上下位制度和同位阶制度之

间的衔接匹配。

在问责的具体实践中，问责尴尬

的有效化解，关键在于各利益攸关方

乃至社会公众的积极监督。真正有效

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建立起透明公

正的监督体系，确保问责行为合法、

程序合法和方式合法。

在问责效果的利弊权衡中，必须

正确理解制度的刚性穹顶。面对复杂

的国情和繁重的政务，必须依法行

政，创新服务，稳中求进。为正向激

励官员有效作为，对于锐意创新的官

员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对于在

行政过程中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犯错

的，应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责任追

究。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责任减

免须是在法律框架下的责任减免，是服

务于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减免。（2016
年 1月 18日《理论周刊》王仰文）


